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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而社会保障又与财

政制度安排息息相关。 其中,财政分权是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关于二

者的具体关系,已有文献并未形成统一共识。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理论框架分析

后发现: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冶和“替代效应冶的大小及

方向,而这两种效应又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 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现阶段我国财政分权对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减弱。
随后,基于 1998—202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

实了上述理论假设。 经过内生性、动态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此外,考虑产

业分工造成的差异:产业上游省份受到中央转移支付的冲击,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的

负面影响较小;产业下游省份结果与全样本回归一致;“三省一市冶处于中高收入过渡阶

段,负效应不显著。 进一步地,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

出有负面影响,而东部地区由于收入水平较高,该影响不显著。 基于此,要坚持推进财政改

革,提高财政分权度;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适当加大“民生冶指标的考核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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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

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冶 [1]为此,对社会保障提出的要求是

“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

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冶 [1]20。 新时

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生活安全感和幸福

感日益提升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保障

建设之间的矛盾更加不容忽视。 社会保障作为

一种公共产品,其充分发展离不开政府公共财

政投入。 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实

施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已经对地方政府

财政收入及支出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社会保障

支出作为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分项也受此冲

击。 因此,有必要厘清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之

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事业

的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其“稳定预期、刺激内

需冶的重要作用,旨在为推动国内大循环、为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助力。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关于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这一类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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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的影响,既有文献主要持有三类观点:财政

分权对社会保障具有负向影响、财政分权对社

会保障具有正向影响以及二者存在非线性关

系。 淤较多研究证实,财政分权将对社会保障

产生不利影响,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会降低地区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针对这一观点,一部分文

献从社会保障的提供者“政府冶的角度进行解

读:一方面,我国政治领域的集权与经济领域的

分权对地方政府起到双重激励,为了打赢以经

济增长为考核标尺的政治晋升锦标赛,在财政

分权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地
方政府会主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能够体

现政绩、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性设施建设上。
例如,“铁公机冶淤,从而忽视了“社会保障、公共

卫生冶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2鄄6]。 另一方面,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上移的同时,事权

却在逐渐下移,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份额减少

的同时,财政支出责任却在不断增加。 虽然中

央转移支付增强了地方可支配财力,但是依然

不够充分,地方财政困难已是存在多年的客观

事实,这就导致地方政府被迫减少社会保障等

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7鄄12]。 另一部分文献则从

社会保障的需求者“公民冶的角度进行分析:如
匡小平等的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公民缺少“用
手投票冶和“用脚投票冶机制,财政分权不但没

能促进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反而变成

了制约其长效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因

素[13];李森等的研究则证实,横向委托代理链

条的“虚化冶导致地方政府行为难以受到辖区

公民的有效监督及制约,使得地方官员容易为

了“政治晋升冶等个人利益进行政治决策,对财

政社会保障及其分项支出产生不利影响[10]22。
此外,还有少数研究关注“社会保障冶本身:由
于社会保障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会影响地区

人口流动,人口流出地社会保障支出自然相对

减少,人口流入地社会保障支出则相对增加;与
之相反,人口流入地则容易为了维护自身的经

济利益,依托户籍制度减少部分群体的社会保

障供给,以抑制过多的人口流入[14]。 于另有部

分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有利

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然而不同的学者

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如,李拓等研究证实,财政

分权可以使地方政府财力获得提升,财力提升

带来公共服务支出“增长效应冶大于晋升竞赛

对公共服务支出的“挤出效应冶,社会保障等公

共服务支出由此得以提升[15];袁月等的研究表

明,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易于了解民众偏

好,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能够扩大社

淤 指铁路、公路、机场基础设施建设。

会保障等与公民自身利益紧密相连的公共服务

支出规模,增加社会保障供给[16];包健等则认

为,财政分权能够带动地方投资,增加就业,从
而使得与工作相关的社会保障支出获得增

长[17]。 盂还有一些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社会

保障的影响并非单一的正向或负向,即二者的

关系是非线性的。 一种观点认为,二者呈现正

“U冶型关系,具体而言:当财政分权水平较低

时,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难以负担全部支出责

任,倾向于将资金投入经济建设领域以应对

GDP 考核;当财政分权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地
方政府财力增强,加之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信

息优势,会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以满足公众

的需求[18]。 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呈现倒“U冶
型关系,即前期财政分权水平的提升提高了地

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能力,将促使其加大社

会保障支出;随着地方财政自主度达到一定水

平,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开支的边际效应将减

弱,政府将以投资“生产性冶项目为主,实现最

大收益[19]。 此外,刘君等的研究表明,在早期

的“建设财政冶时期,财政支出的主要目的是经

济建设,财政分权体制下,生产性投入对非生产

性公共服务投入具有强烈的“挤出效应冶,损害

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而在当下的“公共

财政冶时期,民生绩效成了政府政绩考核的重

要指标,同时各级政府的财力随着经济发展均

有所提升,此时财政分权反而使政府增加社会

保障等民生建设支出[20鄄21]。
综上不难发现,虽然已有研究在理论以及

实证上均针对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做出

了较为充分的解释,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

结论大多只具有部分合理性,不同观点之间存

在相互对立的情况,现有研究未能对二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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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
首先,已有研究对于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

的影响各执己见,尚未达成一致。 一类文献认

为,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

出,以“地方政府信息优势论[22] 冶和“公民用脚

投票论冶 [23]等第一代分权理论为基础的研究以

及基于我国近期样本的研究多支持这一观点。
另一类文献则认为,财政分权不利于政府社会

保障支出的增加,以中国改革开放前中期以及

其他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的研究多支持此观点。
在笔者看来,二者观点虽然看似相互对立,但都

具有其阶段合理性,各类观点都能够对不同发

展阶段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社会保障供

给的影响进行理论描述,但又仅仅局限于某一

发展阶段,未能给予一以贯之的理论解释。 基

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和一般性逻辑,财政分权

与社会保障作为上层制度安排,内生于生产结

构,生产结构则由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 换

言之,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迁,将会内生出新的

财政分权和社会保障上层制度安排,进而使二

者的关系发生改变。 可见,在新结构经济学的

理论框架下,找到了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的连

接点———地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 也有部分研

究尝试发掘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的本质联系:
如刘玮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本质上作为一种

制度安排,对社会保障支出并无直接影响,主要

取决于行为主体 “政府冶 的偏好及其财政目

标[21]81;张弓长则指出,财政分权实质上改变了

政府的预算约束,进而影响政府对农村社会保

障的供给[24]。 遗憾的是,这类研究没有找到财

政分权与社会保障的根本连接点,只局限在制

度安排层面进行讨论,并且未能在经济社会长

期动态变迁的情况下对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的

关系展开分析。
其次,财政分权测量指标的选用也并未统

一,运用不同的指标测量所得出的实证结果也

有所不同。 现有研究常用的财政分权测量指标

主要有财政分权支出指标、收入指标以及财政

自主度指标,三种指标的含义不尽相同:财政分

权支出指标反映的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财

政资源需求度,收入指标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收

入责任以及对财政资源的控制程度,财政自主

度体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自有收入的依赖程

度[25]。 已有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对社会保

障支出呈负相关,财政支出分权对社会保障支

出的影响则显著为正[4]101,这可能是因为社会

保障代表的是一种政府支出责任,支出分权度

越高,政府就越需要增加社会保障供给。 从新

结构经济学来看,财政分权本质上是一个结构

变量,不同的测量指标体现出的是政府财政结

构的不同维度,不同的结构维度所呈现的特性

不一,其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26]。
再次,关于财政分权影响社会保障的既有

解释存在漏洞。 现有的主流解释往往从政府的

角度出发,提出“晋升锦标赛冶机制以及“地方

财政收入份额减少、支出责任增加冶机制。 实

际上,这两种机制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晋升

锦标赛冶机制而言,该机制运作的核心在于地

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主要关注“GDP 增长率冶,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其余的支出责任都会被忽

视。 实际上,地方领导人的选拔标准并非单一

的经济指标,而是相对多元化的。 早在中共十

七大,中央就已经提出要把“民生冶纳入地方政

府政绩考核体系[27];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

出,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

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地

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冶 [28]。 此外,
“地方财政收入份额减少、支出责任增加冶成立

的关键就在于,地方财政“收不抵支冶。 诚然,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范围确实

相对减小[21],但是,随后展开的“土地财政、土
地金融冶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转让金、房地

产税收冶等渠道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财政实

力大大增强[29]。 此时,“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低冶
未必是财政收入来源问题,更多的是支出结构

问题。 那么,政府为何不愿在社会保障等民生

供给上配置更多的资金?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
官员的考核指标是内生于发展阶段的[26], 真

正改变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影响的是发展阶段

的变迁,发展阶段的变化又是由内生于要素禀

赋及其结构的产业技术结构决定的。 换言之,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供给

的资金配置是不同的,那么财政分权对社会保

障的影响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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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既有文献对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的

非线性关系研究不够充分。 已有研究得出了财

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呈“U冶型及倒“U冶型关

系的观点[18鄄21],二者存在相互矛盾之嫌,并且

其解释机制是将政府财政割裂成“建设财政冶
和“民生财政冶两个时期,缺少对政府这一行为

主体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分析,缺少更为底层的

逻辑解释,即“建设财政冶和“民生财政冶两个时

期实质上是内生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 财政分

权的程度体现出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结

构调整问题,这就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

权度冶 [26]99,在最优财政分权度之下,财政分权

对社会保障支出的促进作用才能最大化。
总之,在既有理论框架之下,财政分权与社

会保障之间的关系较为模糊,各类观点交织,阻
碍了对其的全面认识。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

论,尝试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及实证

检验。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可能的贡

献有:第一,重新审视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之间

的关系,对已有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充;第
二,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采用结构均衡的

分析方法,运用图示,初步构建一个分析框架,
探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财政分权对政府

这一行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供给行为的影响,从而

把已有关于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影响的各类观

点统合起来,形成逻辑一致的解释;第三,运用中

国 1998—2020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

权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的阶段性特征,并进

行内生性、稳健性和异质性等系列探讨。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财政分权与社

会保障的关系展开系统性的分析,形成理论框

架。 首先抓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决策主

体———地方政府,基于“理性人冶假设,分析财

政分权对社会保障的“替代效应冶及“收入效

应冶;同时,紧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这一主线,
对各阶段的“替代效应冶和“收入效应冶展开分

析,识别各阶段的主效应。
在对财政分权影响社会保障的因果机制展

开分析之前,需要进行两个必要的前提假设:第
一个是“理性人假设冶,即认为决策主体地方政

府是理性的,会在各种约束之下,努力实现效用

最大化的目标;第二个是“财政分权非中性假

设冶,即财政分权会改变地方政府各类行为的

“机会成本冶,从而使地方财政形成一定的“支
出偏向性冶 [26]98。 上述两个假设的合理性在现

有的研究中得到了证明,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

的体制下,会形成明显的支出偏好,以获得地方

利益最大化[2]72,[5]33。 接下来,以图 1 为基准,
具体分析财政分权影响社会保障的因果机制。

图 1摇 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机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冶,各地要素禀

赋水平低下,同时国家在经济上推行“重工业

赶超战略冶,从而内生出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

府集中统一管理各项事务,其中就包括财政收

支。 在各地财政收支上,中央具有高度集中的

权力,建立了全国“统收统支冶的体制,地方政

府只是中央计划的执行者,财政分权水平低下。
因此,图 1 中的 I1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政府

面临的包括要素禀赋、财政制度约束在内的一

系列预算约束线。 U1 为此时地方政府的无差

异曲线,在 I1的预算约束下,地方政府能获得最

大效用的均衡点是 A 点,即地方政府的无差异

曲线 U1与预算约束线 I1的切点。 此时,地方政

府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为 X1。 改革开放

后,我国逐渐变革财政高度集权的体制,实行

“财政包干制冶,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快速上

升;之后,我国于 1994 年实行“分税制冶改革,
逐渐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关系稳定下

来。 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财政分权度有所增

加,经济发展水平快速上升,地方政府面临的财

政制度、要素禀赋等约束情况得到了较大改善,
进而对其各类行为的相对价格产生影响。 因

此,假设预算约束线 I1外移至 I2,由于“财政分

权非中性冶,I1至 I2并非平行移动。 此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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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寻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将受到预算约

束线外移带来的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是“替代效应冶。 为了得到在效用水

平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各类行为

的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在此影响下地方政府的

社会保障支出情况,需要作 I2的补偿预算约束线

I3。 I3与无差异曲线 U1的切点为 B,该点表示地

方政府在原效用水平下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
由于社会保障属于公共产品,其支出属于非生产

性支出,经济效益在短期内难以实现[2],这就导

致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性支出相比,社会保障

的相对价格更高,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供给的

机会成本更高。 所以,在财政分权度提高后,政
府大概率倾向于把资源投入到短期性、盈利快的

行业中去,从而对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产

生了强烈的“挤出效应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下

降[21]。 因此,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的“替代效

应冶为负,即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会降低地方政府

的社会保障支出,在图 1 中表现为社会保障支出

水平从 X1降至 X2的减少量。
另一方面是“收入效应冶。 对于地方政府

而言,财政分权度的提升意味着其面临的财政

制度以及要素禀赋等约束的放松,实质上可以

视作地方政府“收入冶的增加[26]。 同时,在 I2的
约束下,地方政府获得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为

无差异曲线 U2与 I2的切点 C,此时地方政府的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为 X3,可见,财政分权对

社会保障的“收入效应冶一般为正。 具体而言,
财政分权度的提升使得地方政府财政可支配资

金增加,从而增加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投入。 图

1 中,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X2至 X3的增量即代表

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的“收入效应冶大小。
显然,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的“替代效应冶

与“收入效应冶同时存在,并且对社会保障产生

相反的影响。 因此,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的主

效应则取决于正向“收入效应冶与负向“替代效

应冶的强度大小:若“替代效应冶小于“收入效

应冶,则财政分权有利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图 1);若“替代效应冶大于“收入效应冶,则财

政分权将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减少淤。 从新结构

经济学来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财政分权对社

会保障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产生的原

因在于:首先,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要素禀赋

及其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意味着地方政府面临

的资源禀赋约束条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其次,
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产业

和技术结构不同,地方政府治理的目标函数也

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最后,在不同产业技术结构

下,就业的公民对社会保障的诉求也有所不同。
作为理性主体,地方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将考虑上

述因素对各类行为的“相对价格冶产生的影响,
从而做出最优选择。 同时,在财政分权体制下,
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的“替代效应冶与“收入效

应冶的大小也将发生改变,即财政分权对社会保

障的主效应将发生改变。 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下,
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的主效应进行分析:

淤 限于文章篇幅,财政分权抑制社会保障支出的几何图

示未列出,结果备查。

一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土地和自然资

源在要素禀赋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要素禀赋结

构水平相对低下;此外,该阶段劳动力相对充足,
资本相对稀缺。 因此,在该要素禀赋结构水平

下,对资本投入需求较低、土地和劳动力投入需

求较高的传统农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此
时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实行遵循比较优势的

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传统农业,以获得最大剩余、
促进积累,提高地区禀赋水平。 同时,由于土地

具有天然的社会保障属性,在此阶段的农业就业

人员的社会保障诉求较低,那么在财政分权的情

况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增加,将会倾向于

将财政资金投入农业生产领域,以促进传统农业

的发展;加之传统农业带来的经济剩余较为低

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限,财政社会保障投入

则愈加有限。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财
政分权对社会保障的“替代效应冶和“收入效应冶
均较为低下,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 例如,在前

工业社会,政府层面仅零星地采取了社会救助、
社会优抚等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措施[30]。

二是随着要素禀赋的不断积累,经济体进入

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在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

中,劳动力数量相对充足、人力资本水平有所上

升,资本逐渐充裕,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上升。 因

此,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从土地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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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农业升级为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或资本

密集型的工业。 此时,政府的理性选择是遵循比

较优势,大力扶持工业发展,促进积累,以提高地

区 GDP,实现经济发展的治理目标。 同时,该阶

段的就业结构中,工业就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人

数量庞大;由于缺少土地的天然保障,工人对社

会保障的需求快速增加,并且通过建立工会组

织、工人政党等阶级力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

求。 那么,当财政分权度提高时,地方政府的“收
入冶相对增加,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工人积极

生产,会选择兴办一些“养老、医疗、工伤冶等社

会保障事业,如 1883 年德国的《社会保险法》、
1935 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相继出台,社会

保障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30]。 但是,此时地

方政府的核心目标还是发展经济,在财政分权的

体制下,理性政府会因势利导,大力增加“铁公

机冶等生产性建设支出,为工业发展创造有利的

条件。 实质上,发展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只是

政府因势利导,促进经济增长的诸多手段之一。
因此,该阶段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

效应冶逐渐体现,但其“替代效应冶却仍占据着主

导地位。 整体而言,财政分权不利于社会保障支

出水平的提高。 具体来看,我国改革开放后,地
方政府财政支出长期偏向于经济建设,从而忽视

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2,4],正是财政分权对社会

保障的负向“替代效应冶大于正向“收入效应冶的
体现。 此外,朱凤梅等利用 2010—2019 年省市

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政府医疗卫生

支出起到负向激励作用[31],医疗卫生支出与社

会保障支出同属公共服务支出,也可以从侧面印

证上述分析。
三是当经济体迈入高收入阶段时,要素禀

赋结构水平进一步上升,表现为资本十分充裕、
劳动力稀缺但人力资本水平高。 该要素禀赋结

构水平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高新技

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政府的理性选择自

然是扶持该类产业的发展。 然而,高新技术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落户,将通过增

加社会保障投入的方式提高地区社会保障水

平,增强地区吸引力。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公民的社会福利诉求也不断提高,各类

能够反映居民合理诉求的渠道也在不断完善,
这将促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做出一定的反应。
那么,在经济体的高收入阶段,地方政府财政自

主权的提升将带来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并且

随着“民生冶成为政府的治理目标之一,这种增

加的趋势将长期延续。 因此,该阶段财政分权

的“收入效应冶占据主导地位,财政分权度的提

升有利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 已有研究

证实,在东部发达地区,财政分权度的提升对社

会保障支出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中西部地区[32],
这恰恰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财政分权对社

会保障的正向“收入效应冶也就越强。
因此,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对政府社会保障

支出的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冶和“收入效应冶
的大小。 当正向“收入效应冶大于负向“替代效

应冶时,财政分权则有利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的增加;当负向“替代效应冶大于正向“收入效

应冶时,财政分权则不利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的提升。 由上述分析可知,“收入效应冶和“替
代效应冶的大小与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紧密

相关。 在样本期内,除少数东部发达地区外,我
国广阔的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仍处于中等收入

水平,由此预估我国全国样本财政分权对社会

保障支出的影响仍以负向“替代效应冶为主。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摇 样本期内,负向“替代效应冶占主

导,财政分权不利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
假设 2摇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财政分

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不同。 随着经济

的持续发展,在正向“收入效应冶的作用下这种

负向作用将逐渐减弱。

三、研究设计

1. 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

如前所述,样本期内我国财政分权对社会

保障的影响将以负向作用为主,为检验这一假

设,下面将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

权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关系,构建基准模型

(1);同时,为检验经济发展阶段变迁对财政分

权作用的影响,构建模型(2),如下:
SC it = 琢0 + 琢1 FDit + X it茁 + 酌i + 啄t + 着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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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it = 琢0 + 琢2 FDit + 琢3 FDit 伊 GDP it +
X it茁 + 酌i + 啄t + 着it (2)

式中:SC it为 i 省份第 t 年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水平,FDit为 i 省份第 t 年的财政分权度。 根据

理论分析可知,式(1)中估计系数 琢1预估为负,
式(2)中 琢2 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

同: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权不利于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时,此时 琢2 为负;经
济体进入高收入阶段,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

出水平的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此时 琢2 为正。
由于样本期内我国主要处于中等收入经济体,
理论预估 琢2为负。 GDP it表示 i 省份第 t 年的经

济发展水平;琢3 FDit 伊GDP it表示财政分权度与

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交互

效应,理论预估 琢3 为正,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负向“替
代效应冶就越弱。 X it表示一系列影响社会保障

支出水平的控制变量;酌i和 啄t分别表示个体和

时间固定效应;着it为随机干扰项。
(2)模型的动态性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财政分权从制定到落

实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往往是以年度为周期,
因而其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也具有一定

有“滞后效应冶。 为了识别这种滞后性,参考已

有研究[33],建立如下动态调整模型:
SCe

it = 琢 + 渍 Z it + 着it (3)
式中:SCe

it表示社会保障支出的期望水平,Z it表

示由外生解释变量构成的向量,包含财政分权

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理论上,SCe
it 应当等于在

给定外生变量 Z it的情况下的最优社会保障支

出水平,但是由于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

平的滞后性,社会保障支出的期望水平无法在

短期内实现,需要逐步调整以接近期望值,因
此,可推出以下关系:
SC it - SC i,t -1 = (1 - 子)(SCe

it - SC i,t -1)摇 (4)
式中:(1-子) (0<子<1)表示实际社会保障支出

水平过渡到期望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调整系

数,其数值与调整速度成正比,当 子 值为零时,
达到完全调整状态,实际水平与期望水平相等;
当 1-子=0 时,表示当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前

一期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相等,当期社会保障支

出水平未发生变化,调整程度为 0。 将式(3)代

入式(4)可得:
SC it = 琢* + 子 SC i,t -1 + 渍* Z it + 着*

it (5)
其中摇 摇 琢* = (1 - 子)琢摇 摇 渍* = (1 - 子)渍

着*
it = (1 - 子) 着it

式中:渍*为短期乘数,反映了短期内解释变量

Zit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渍 为长期乘数,
表示外生解释变量 Zit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长

期影响;子 为滞后乘数,表示的是滞后效应的大

小,即 t-1 期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 t 期社会保障

支出水平的影响。 因此,以式(5)为基础,通过

构建动态面来检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动态性。
2. 变量及数据说明

对于解释变量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测度,
学界主要使用两种方式: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34]。
由于财政分权度直接关切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情

况,为更好地验证理论分析,选择通过社会保障

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社会保障支出水

平。 同时,如前所述,财政分权的测量指标主要

有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自主度,
前两个指标主要通过“省级财政预算内收入

(支出)占中央本级或全国财政预算内收入(支
出)的比重冶来表示,后一个指标通过“省本级

财政预算内收入占省本级财政预算内总支出的

比重冶来描述[35]。 由于使用不同的财政分权测

量指标会影响最终的实证结果,在实证过程中

运用财政自主度(FDa)、财政收入分权(FDi)
两个指标进行检验,以对二者关系有一个较为

全面的把握。 此外,调节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冶
使用各省级行政单位历年地区实际人均生产总

值来衡量。
同时,借鉴其他关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

研究, 选 取 一 系 列 控 制 变 量: 人 均 实 际

GDP(GDP),取 1998 年不变价;产业结构水平

(IS),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比

重衡量;城镇化水平(URBAN),用城镇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度量;财政收入水平(FI),财政收

入的绝对数,已调整至 1998 年不变价;地区人

口总量(POP),取各地区年末人口数;财政赤

字水平(DEF),以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为指标;其中,人均实际 GDP、财政收入水平及

地区人口总量在实证过程中取对数。 基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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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OLS OLS FE OLS OLS FE

FDa
-0. 116*** -0. 266*** -0. 157***

(0. 006 73) (0. 016 0) (0. 038 2)

FDI
-0. 029 3*** -0. 052 0*** -0. 070 7***

(0. 002 10) (0. 005 07) (0. 013 9)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地区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_cons 0. 191*** -0. 031 6 0. 092 4 0. 149*** 0. 504*** 0. 631
(0. 003 93) (0. 094 1) (0. 498) (0. 002 01) (0. 097 6) (0. 459)

N 690 690 690 690 690 690
R2 0. 270 0. 390 0. 574 0. 139 0. 258 0. 584

摇 摇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 、5% 、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2摇 经济发展阶段探讨

变量
(1) (2) (3) (4) (5)

OLS RE FE FE FE

FDa
-0. 404*** -1. 230*** -0. 977*** -1. 481*** -0. 977***

(0. 119) (0. 222) (0. 236) (0. 247) (0. 236)

GDP伊FDa
0. 014 8 0. 101*** 0. 087 3*** 0. 129*** 0. 087 3***

(0. 011 9) (0. 022 1) (0. 024 3) (0. 024 7) (0. 024 3)

GDP 0. 009 24 -0. 001 06 -0. 013 2 -0. 007 47 -0. 013 2
(0. 008 64) (0. 016 8) (0. 031 2) (0. 016 9) (0. 031 2)

IS 0. 006 53*** 0. 014 1*** 0. 020 2** 0. 017 1*** 0. 020 2**

(0. 002 02) (0. 005 46) (0. 009 74) (0. 006 16) (0. 009 74)

URBAN 0. 093 2** -0. 001 68 0. 004 98 0. 000 879 0. 004 98
(0. 036 2) (0. 025 1) (0. 018 6) (0. 024 0) (0. 018 6)

FI -0. 016 2** -0. 038 2*** -0. 040 5*** -0. 044 4*** -0. 040 5***

(0. 006 62) (0. 011 0) (0. 013 6) (0. 011 4) (0. 013 6)

POP 0. 016 9** 0. 036 4*** -0. 019 8 0. 004 58 -0. 019 8
(0. 007 32) (0. 013 2) (0. 043 1) (0. 033 8) (0. 043 1)

DEF -0. 175*** -0. 018 2 0. 014 3 0. 045 1 0. 014 3
(0. 044 8) (0. 050 3) (0. 049 1) (0. 064 5) (0. 049 1)

时间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地区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_cons 0. 116 0. 221 0. 675 0. 565* 0. 675
(0. 081 4) (0. 150) (0. 577) (0. 329) (0. 577)

N 690 690 690 690 690
R2 0. 388 0. 426 0. 605 0. 433 0. 605

的可得性与完备性,包含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

外的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 1998—2020 年的相关

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

统计年鉴》及各省级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主要针对研究假设 1 进行实证检验,

第(1)至(3)列是使用财政自主度(FDa)作为

财政分权的测量指标的回归结果。 列(1)显

示,财政分权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样本期内

财政分权度提升不利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为降低遗漏变量的影响,提高估计结果稳健性,
列(2)和列(3)分别加入控制变量和运用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均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假设 1 得到验证。 进一步地,考虑到财

政分权测量指标的多样性,采用财政收入分权

(FDI)作为财政分权的测量指标,进行类似的

系列估计,结果如列(4)至列(6)所示,依然符

合理论预期,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
2. 经济发展阶段探讨

表 2 报告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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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对社会保障影响的变化。 以财政自主度

(FDa)作为财政分权的测量指标,加入财政分

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之后得到系列结

果。 列(1)是普通最小二乘估计,财政自主度

分权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控制一系列影响社会

保障支出水平的其他因素后,结果依然稳健,表
明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负向“替代

效应冶占据主导。 列(2)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

计,发现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负面

作用仍然显著,并且财政分权的估计系数绝对

值有所上升。 进一步地,为了减少遗漏变量对

模型估计的损害,列(3)至列(5)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逐步控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财政自主

度的估计系数始终显著为负,结果十分稳健。
此外,在使用随机效应及固定效应模型后,经济

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持

续显著为正。 以上结果表明,在样本时段内,我
国整体上仍处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财政分权度

越高,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负面影响就越强,
并且,在该时段内,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

平的负面作用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削

弱,假设 2 得以初步验证。 经过 Hausman 检

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更符合模型,为了增强模

型估计的准确性,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即列(5)
为基准,展开后续分析。

表 3摇 内生性与动态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IV鄄2SLS IV鄄GMM 动态 OLS 动态 FE 两步 SYS鄄GMM

L. SC 0. 824*** 0. 552*** 0. 797***

(0. 03) (0. 05) (0. 06)

FDa
-1. 041*** -1. 022*** -0. 023 -0. 592*** -1. 117
(0. 18) (0. 18) (0. 08) (0. 12) (0. 09)

GDP伊FDa
0. 094*** 0. 091*** -0. 003 0. 056*** 0. 005
(0. 02) (0. 02) (0. 01) (0. 01) (0. 0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_cons 0. 447* -0. 142*** 0. 177 -0. 181**

(0. 32) (0. 06) (0. 31) (0. 07)
N 630 630 660 660 660
R2 0. 449 0. 826 0. 838 0. 683

接下来,以列(5)为基础,简要讨论控制变

量的估计结果:人均 GDP 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人均 GDP 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经济发展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

保障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产业结构水平

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呈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

是因为服务业可以吸纳较多就业,工资水平也

较高,从而增加了政府的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

障支出;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系数

为正但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城镇化进程的前

中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才是主基调,社会保障

等民生支出相对被忽视,导致系数不显著;财政

收入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呈显著的负向影响,
可能是因为样本时段内,政府总体更加重视经

济发展,财政收入越高,政府越倾向于把资金投

入到生产领域,也从侧面印证了文中所述的

“替代效应冶;而人口和财政赤字均不显著。
3. 内生性与动态性探讨

模型的内生性处理以及动态性探讨结果如

表 3 所示。 列(1)为将财政分权度的滞后一期

及滞后二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估计的结

果发现,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

与基准回归并无二致,表明内生性问题的估计

结果影响较小。 列(2)采用广义矩估计,结果

显示与 2SLS 估计基本一致,表明异方差问题不

明显。 根据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以被解释变量

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较为合理。 此外,为进一步减少模型的动态性

和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准确性的损害,在列

(3)至列(5)的估计中引入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的滞后项,分别采用动态 OLS、动态 FE 以及动

态 SYS鄄GMM 估计可以发现,动态 OLS 模型中

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估计系数最高,固定效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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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解释变量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最低,SYS鄄
GMM 模型中解释变量滞后项的估计系数处于

二者之间,并且 3 个模型估计结果均显著。 那

么,根据前人提出的判断原则:动态面板模型估

计系数的真实值的合理区间由 OLS 的估计系

数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系数组成[36],SYS鄄
GMM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估计系数处

于真实值合理区间内,表明估计结果有效。 在

此基础上,观察财政分权度的估计系数,发现基

准模型固定效应的动态估计中,其估计系数仍显

著为负,结果表明,在综合考虑模型的内生性及

动态性之后,理论假说仍体现出较强的稳健性。
4. 稳健性检验

表 4摇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实际社会
保障支出

实际人均社
会保障支出

财政收入
分权

L. FDa
-1. 018***

(0. 21)

L. GDP伊FDa
0. 097***

(0. 02)

FDa
-8. 905*** -8. 905***

(2. 453) (2. 453)

GDP伊FDa
0. 857*** 0. 857***

(0. 264) (0. 264)
FDI -0. 265***

(0. 08)

GDP伊FDI
0. 019**

(0. 0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_cons 0. 655 0. 304 9. 514** 0. 982*

(0. 60) (4. 392) (4. 392) (0. 56)
N 660 690 690 690
R2 0. 500 0. 983 0. 981 0. 573

摇 摇 进一步地,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探讨

(表 4)。 考虑到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变化可能

存在滞后性,采用财政自主度滞后一期作为解

释变量。 回归结果如列(1)显示,财政自主度

滞后一期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呈显著的负向作

用,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自主度分权滞后一期

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同时,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的测量指标进行检验,列(2)使用的是实际社

会保障支出的估计结果,列(3)是使用实际人

均社会保障支出的估计结果,无论是解释变量

还是交互项,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证明

了结论具有稳健性。 此外,由于使用不同的财

政分权测量指标会影响实证结果,列(4)中,使
用财政收入分权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发现其回

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财政收入分

权与经济发展交互项回归结果亦是如此。 总

之,通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可以发现,上述结论

仍然成立。
5. 异质性探讨

淤上游省、市、自治区:河北、山西、内蒙古、云南、贵州、宁
夏、甘肃、青海、新疆、辽宁;下游省、市、自治区:北京、吉林、四
川、天津、安徽、山东、广西、江西、河南、海南、湖北、湖南、福
建、重庆、陕西、黑龙江;三省一市:广东、江苏、浙江、上海。

于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江苏、福建、辽
宁、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西、
安徽、吉林、黑龙江;西部地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
陕西、青海、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

摇 摇 随后,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与产业结构水

平紧密相连,借鉴已有研究,根据产业分工的不

同将全国划分为 上游省、市、自治区,下游省、
市、自治区和三省一市[37鄄38] 淤。 表 5 的列(1)至
列(3)为上述 3 个不同产业层次的省份分组回

归结果,可以发现,“上游省份冶的财政分权度

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与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也

不显著;“下游省份冶的财政分权度系数显著为

负,与经济发展交互作用显著为正;“三省一

市冶的财政分权度系数虽不显著,但系数已经

由负转变为正,交互项系数也与主回归相反,显
著为负。 此外,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特征显著,列(4)至列(6)为按地理区域划

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于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不难

发现,中部和西部回归结果显著为负,与全样本

结果保持一致;东部地区则不显著,原因在于东

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高,财政分权对社会

保障支出的正向“收入效应冶逐渐抵消负向“替
代效应冶。

综上所述,异质性实证结果符合理论预期:
一方面,就上下游省份以及中西部地区而言,除
少数省份外,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属于中等收入

阶段,该阶段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以

负向的“替代效应冶为主效应,因而实证结果与

主回归基本一致;“上游省份冶财政分权系数为

负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该类地区多以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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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异质性探讨

变量
(1) (2) (3) (4) (5) (6)

上游省、市、自治区 下游省、市、自治区 三省一市 东部 中部 西部

FDa
-0. 774 -0. 906*** 1. 449 -0. 159 -1. 797** -1. 147**

(1. 10) (0. 30) (0. 68) (0. 436) (0. 534) (0. 498)

GDP伊FDa
0. 062 0. 078** -0. 231* 0. 0102 0. 177** 0. 107*

(0. 12) (0. 03) (0. 07) (0. 0397) (0. 0549) (0. 051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_cons 0. 636 0. 339 3. 322 0. 105 -0. 0333 0. 219***

(0. 97) (0. 80) (2. 65) (0. 0694) (0. 856) (0. 0458)
N 230 368 92 253 184 253
R2 0. 512 0. 720 0. 787 0. 524 0. 816 0. 516

部省份为主,其财政分权对政府各类行为的相

对价格的影响受到中央对财政高额转移支付的

干扰,导致财政分权系数不显著。 另一方面,
“三省一市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已经逐渐迈

入高收入阶段,因而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

水平的正向“收入效应冶愈发显著,主效应逐渐

转向“收入效应冶,所以该地区财政分权的系数

由负转变为正,意味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有利

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但由于该地区并

未完全跨入高收入阶段,所以结果并不显著;但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却显著为负,这
说明在高收入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可能

会导致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由

正向转变为负向,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也呈现

出类似的趋势,这值得在样本更加充足的情况

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五、结论与建议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开启了财政分权

改革,推动了我国经济长达 40 余年的中高速增

长,但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却一度滞后于

经济发展水平,这与财政分权的实施不无关系。
既有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无法提供一个逻辑一

致的解释,有鉴于此,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

论,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最优生产结构、上层制

度安排内生于生产结构的底层逻辑出发,以理

性政府为主体,初步重构了财政分权与社会保

障支出水平的理论分析框架:财政分权对社会

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其“替代效应冶和

“收入效应冶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在经济发展

的前中期阶段,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的负向“替代效应冶占主导地位,到经济发展的

后期阶段,在正向“收入效应冶的作用下,财政

分权对社会保障的负向作用将逐渐减弱。 进一

步地,借助我国 1998—2020 年的省级面板数

据,对经济发展前中期阶段财政分权对社会保

障以负向“替代效应冶为主进行实证检验,经过

内生性、动态性、稳健性以及异质性处理后实证

结果依然稳健地支持这一假说;并且,在区域异

质性分析中,初步验证了高收入地区财政分权

对社会保障的负向“替代效应冶将逐渐被正向

“收入效应冶所抵消。
从上述结论出发,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坚

持财政分权改革,提高财政分权度。 尽管样本

期内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起负

向作用,这种负面作用只是阶段性的,不能因此

而否定财政分权改革。 并且,随着我国进入新

时代,逐渐由中等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经济

体,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将逐渐转

为正向,需要逐步提高财政分权度,使得地方政

府的自主性和信息优势可以充分发挥。 第二,
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加强“民生冶指标

的考核权重。 随着我国由中等收入经济体迈向

高收入经济体,相应的政绩考核指标也要进行

改变,以推动地方政府的约束条件和治理目标

的变迁,促使其强化社会保障投入。 但仍要注

意,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要与地区要素禀赋水平

相适宜。 虽然财政分权度的不同能够改变政府

社会保障投入的机会成本,但是社会保障等公

共服务的供给本质上是内生于要素禀赋水平。
因此,随着地区要素禀赋水平的变迁,社会保障

支出水平必然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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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稳定收敛。 第三,扶持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

的最优产业结构以提升地区禀赋水平,尤其是

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上游省份冶,可以充分发

挥“后来者优势冶,加快引进、消化、吸收符合要

素禀赋结构的技术及产业,尽快提升经济发展

水平,这是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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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 Perspective / ZHAO
Qiuyun1, LIU Tangsen2, LIU Zhenhai3(1.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3.
Institute of Aviation Development, Nanchna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nag 330063, China)
Abstract: Chinese鄄style modernization that takes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needs the support of
an effectiv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social secur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rrangement of the fiscal
system. Among the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fter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depends on the size and
direction of the “ income effect冶 and the “ substitution effect冶, and these two effects are related to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proposed. At this stage, China爷
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but
this impact will weake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Subsequently,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20, the double fixed鄄effect model was used for empirical
testing, and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e abov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After endogeneity, dynamism and
robustness tests,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robust. In addition,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caused by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upstream provinces of the industry are affected by central transfer
payments,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less negative impact on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The results
of the downstream provinc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gression of the whole sample.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冶 are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of medium and high income,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Further, consider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level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s, while the eastern
regions have less significant impact due to higher income levels. Based on this, we must persist in
promoting fiscal reform and improve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ptimize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assessment weight of “ people爷 s
livelihood冶 indicators.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 stag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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